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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成瘾与青少年睡眠质量： 

中介与调节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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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 西安, 710049) 

摘  要  为探讨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采用问卷法对 1258 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表

明：(1)手机成瘾不仅对青少年睡眠质量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 还能通过情绪平衡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睡眠质量; 

(2)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直接作用以及情绪平衡的中介作用都受到反刍的调节, 相对于反刍水平低的个体,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在反刍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强; (3)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直接作用以及情绪平衡的中

介作用还都受到正念的调节, 相对于正念水平低的个体,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在正念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弱。本研

究结果有利于揭示手机成瘾是如何影响青少年睡眠质量的, 以及手机成瘾在何种条件下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

更强/更弱, 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维护与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  手机成瘾; 睡眠质量; 情绪平衡; 反刍; 正念;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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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手机在现代社会中日益

普及, 特别是通过网络可以实现多种功能的智能手

机更是深受人们的喜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

报告指出, 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国内手机网民规

模已达到 6.2 亿, 手机网民占到整体网民的 90.1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6a), 手机作为移动互

联网发展的优良载体已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活。手

机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多种需求, 如社会交

往、信息获取、娱乐放松等,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

则是越来越多的人过度使用手机, 手机成瘾倾向不

断加重(Sapacz, Rockman, & Clark, 2016; Yen et al., 

2009)。手机成瘾(mobile phone addiction)也被称为

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或是问题性手

机使用(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已经成为一

种世界性的现象(贺金波, 陈昌润, 鲍远纯, 雷玉菊, 

2012), 其不良影响也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

指出, 手机成瘾会给个体的学业成绩和人际关系带

来消极的影响, 手机成瘾还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以

及焦虑、抑郁甚至是自杀意念等心理问题紧密相连

(Chen et al., 2016; Dong, Park, Kim, & Park, 2016; 

Li, Lepp, & Barkley, 2015; Çağan, Ünsal, & Çelik, 

2014; Wang et al., 2014)。 

睡眠质量降低也是手机成瘾的重要消极影响

之一。良好的睡眠质量是个体生理功能和心理功能

正常发挥的必要条件之一, 而长期的睡眠质量低下

则会导致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Altchuler, 2009; 

Urponen, Partinen, Vuori, & Hasan, 1991)。然而, 因

为手机使用不断加剧、手机依赖日益严重, 人们的

睡眠质量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Thomée, Härenstam

和Hagberg (2011)的研究发现, 高频率的手机使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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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能够预测一年以后的睡眠障碍。关于手机成瘾的

研究也证实, 随着手机成瘾水平的增加, 睡眠质量

会不断恶化(李丽, 梅松丽, 牛志民, 宋玉婷, 2016; 

Demirci, Akgönül, & Akpinar, 2015; Liu et al., 2017; 

Sahin, Ozdemir, Unsal, & Temiz, 2013)。但是, 目前

关于手机成瘾的研究多是以大学生为被试(Liu et 

al., 2017),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 , 在青少年群体中 , 

手机同样有着较高的使用率, 手机成瘾同样有着较

高的发生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 

青少年网民规模已达到 2.87亿, 在青少年群体中互

联网普及率达到 85.30%, 而青少年网民中使用手

机上网的比例已高达 90.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 2016b), 手机已成为青少年进行网络活动最主

要的工具。而且, 多个国家的研究都显示, 青少年

手机成瘾的比例在 30%以上(贺金波等, 2012; Yen 

et al., 2009)。所以, 探讨青少年手机成瘾及其影响

是十分必要的。此外, 由于大学生和青少年处于不

同的发展阶段, 睡眠质量对两个群体的意义也是不

同的。对青少年群体而言, 睡眠质量对身心发展有

着更为重要的作用(Adams, Daly, & Williford, 2013; 

Brand et al., 2014)。因此, 从手机成瘾的视角探讨

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 深入分析影响产生的

途径和条件, 在此基础上为保护和促进青少年睡眠

质量提供实证支持和实践启发, 可能会有更明显的

预防和干预效果。另一方面, 目前的研究多重点探

讨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之间的直接关系(Liu et al., 

2017), 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手机

成瘾是如何影响睡眠质量的)以及调节作用(手机成

瘾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在什么条件下更强或更弱)值

得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 本研究将在青少年群体

中探讨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1.1  情绪平衡的中介作用 

情绪平衡(affect balance)也被称为情绪幸福感

(emotional well-being), 它是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与

消极情绪的综合, 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陈世

民等, 2014; Larsen, 2009)。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比消

极情绪越多, 个体的情绪平衡水平就越高。有研究

指出, 手机使用与手机成瘾可能是对负性事件和消

极情绪的回避(Kim, Seo, & David, 2015), 但是根据

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 1986), 人们的行为不只是

对外部环境和内在心理(如认知、情绪等)的反应 , 

行为本身也会对外部环境和内在心理产生直接的

影响, 也就是说手机成瘾也可能影响个体的情绪。

而且, 情绪平衡的维持和提升有赖于个体的情绪自

我控制(Eisenberg, Spinrad, & Eggum, 2010)。自我控

制的能量模型指出, 自我控制依赖于个体的心理资

源, 但是心理资源是有限的, 信息加工、印象管理、

人际交往等行为都会消耗有限的心理资源, 进而导

致自我控制的失败(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

而作为移动互联网优良载体的手机已经被人们当

做信息获取(如浏览新闻资讯)、印象管理(如网络自

我呈现)和人际交往(如熟人社交以及陌生人社交)

的媒介, 它以各种方式消耗着人们的心理资源。实

验研究也证实, 手机使用会显著降低个体的自我控

制(陈武, 2016)。由此, 手机成瘾可能通过破坏个体

的情绪调控能力, 影响情绪平衡。更进一步的研究

则发现, 手机使用强度较高的个体在日常休闲活动

中有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Lepp, Barkley, & Salehi- 

Esfahani, 2015), 手机成瘾水平高的个体也往往面

临着更多的人际关系困扰, 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和

抑郁情绪(Chen et al., 2016)。手机成瘾与焦虑抑郁

等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 并且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

三年以后的抑郁水平(Demirci et al., 2015; Dong et 

al., 2016; Jun, 2016)。因此, 手机成瘾可能使青少年

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更少的积极情绪, 进而降

低其情绪平衡。 

情绪平衡对个体的自我发展和心理社会适应

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 积极情绪与自

尊以及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与心理痛楚显著负

相关; 而消极情绪则与自尊以及生活满意度显著负

相关、与心理痛楚显著正相关(Liu, Wang, Zhou, & 

Li, 2014)。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认为, 积极

情绪能够扩展个体的瞬间思维和活动序列, 会推动

个体建设身体资源和心理资源等, 消极情绪则会阻

碍个体身心资源的建设(Fredrickson, 2001)。其中, 

身体资源包括身体技能、身体健康等, 而睡眠质量

就是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 (Altchuler, 2009; 

Urponen et al., 1991)。情绪平衡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也得到许多研究的证实, 研究发现, 积极情绪如愉

悦、幸福、热情等对睡眠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

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绝望感和压力感则对睡眠

质量有明显的破坏作用(Ong, Kim, Young, & Steptoe, 

2016; Steptoe, ODonnell, Marmot, & Wardle, 2008)。

此外, 研究还表明,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还能在社

会支持、宽恕等因素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中起中介作

用(Brummett et al., 2006; Stoia-Caraballo et al., 2008)。

基于上述论述, 本研究假设, 情绪平衡在手机成瘾

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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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手机成瘾的影响可能因为个体自身

特质的不同而不同。探讨在手机成瘾与其消极结果

之间可能起调节作用的特质, 有利于深入理解手机

成瘾产生影响的条件(即, 影响在什么时候更强或

更弱, 或是影响对哪些个体更强或更弱)。同时还能

为预防和降低手机成瘾的不良影响、维护青少年身

心健康提供依据和指导。本研究拟进一步探讨反刍

(rumination)和正念(mindfulness)两种个体特质在手

机成瘾及其通过情绪平衡影响青少年睡眠质量过

程中的调节作用。反刍, 是个体反复和消极地关注

负性情绪及其产生的原因(过去)和可能的影响(未

来) (Nolen-Hoeksema, 1991)。正念则是个体有意识、

不批判地将注意集中于此时此刻 (汪芬 , 黄宇霞 , 

2011; Kabat-Zinn, 2003)。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

多的研究者认为可以将反刍和正念视为自我关注

(self-focused attention)的两种不同方式(Aldao, Nolen- 

Hoeksema, & Schweizer, 2010; Marks, Sobanski, & 

Hine, 2010; Sauer & Baer, 2012), 反刍水平高的个

体关注自我相关的消极方面, 纠结过去、焦虑未来, 

正念水平高的个体则接纳自我的内外体验, 活在当

下、为所当为。因此, 探讨和对比它们在手机成瘾

与其影响之间的调节作用,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2  反刍的调节作用 

反刍是指个体反复和消极地思考消极情绪及

其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后果, 是一种适应不良

的反应方式 , 也是一种消极的个人特质 (Nolen- 

Hoeksema, 1991; Nolen-Hoeksema, Wisco, & 

Lyubomirsky, 2008)。许多研究都证实, 反刍不仅是

焦虑与抑郁的易感因子(Michl, Mclaughlin, Shepherd, 

& Nolen-Hoeksema, 2013; Raes, 2010), 还是诱发和

强化心理痛楚与自杀意念的重要因素(Morrison & 

OConnor, 2005; Miranda, Tsypes, Gallagher, & 

Rajappa, 2013)。 

反应风格理论(response style theory)认为反刍

会强化消极思维倾向、降低问题解决能力, 减少社

会支持资源, 从而进一步延长和加剧消极情绪体验, 

强化负性因素的消极影响(Nolen-Hoeksema, 1991; 

Nolen-Hoeksema et al., 2008)。大量研究支持了反应

风格理论的观点, 如有研究发现, 相比反刍水平低

的个体, 负性生活事件对消极情绪的效应在反刍水

平高的个体中更强(Moberly & Watkins, 2008), 企

业政治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之间的负向关

系, 以及企业政治与工作压力之间的正向关系也都

在反刍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强(Rosen & Hochwarter, 

2014)。由于反刍对负性因素的消极影响的加剧作

用, 手机成瘾的不良影响(如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

以及情绪平衡的影响)可能在反刍水平高的个体中

更显著。因此, 本研究假设, 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

眠质量的直接影响受到反刍的调节, 相对于反刍水

平低的个体, 直接效应在反刍水平高的青少年中更

强(H2); 情绪平衡的中介效应前半段(即手机成瘾

对情绪平衡的影响)受到反刍的调节, 相对于反刍

水平低的个体, 中介效应在反刍水平高的青少年中

更强(H3)。 

1.3  正念的调节作用 

正念是指以一种有意识、不批判的方式将注意

集中于此时此刻(Brown, Ryan, & Creswell 2007; 

Kabat-Zinn, 2003), 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集中注意

力的方法, 或是一种有意识、不批判地觉察个体内

外体验的状态(Baer, 2003)。由于日常生活中个体都

具有正念的能力但是不同个体的正念倾向又有所

不同 , 正念也被认为是一种个体特质(Baer et al., 

2008; Brown et al., 2007; Wang, Liu, Tan, & Zheng, 

2017)。正念特质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 相关研究的结果发现, 正念特质与积极情

绪和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与消极情绪、焦虑、

抑郁和压力感显著负相关 (Bajaj & Pande, 2016; 

Bajaj, Robins, & Pande, 2016; Kong, Wang, & Zhao, 

2014)。关于正念干预研究的元分析则指出, 正念干

预能增强个体的正念特质水平, 而随着正念水平的

提升, 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水平都显著升

高(Khoury, Sharma, Rush, & Fournier, 2015)。 

正念的再感知模型认为, 有意识、不批判的将

注意集中于此时此刻是对心理内容进行去自动化、

分离化的加工, 它使个体能够深入观察、体会内外

体验时刻发生的变化, 强化认知—情绪—行为之间

的灵活性, 帮助个体更加客观地体验内外刺激、更加

开放地接纳内外体验(陈语, 赵鑫, 黄俊红, 陈思佚, 

周仁来, 2011; Shapiro, Carlson, Astin, & Freedman, 

2006)。也就是说, 正念状态促进个体对不良因素做

出适应性的抽离、客观化的体验与包容性的接纳, 

以此缓解不良因素的消极影响, 而正念特质水平高

的人明显更容易进入正念状态。研究表明, 正念特

质能够缓解不安全依恋对抑郁、焦虑以及压力的影

响(Davis, Morris, & Drake, 2016), 也能降低物质主

义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Wang et al., 2017)。由于

正念对个体发展的保护性作用, 手机成瘾对情绪平

衡和睡眠质量的影响可能在正念水平高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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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弱。因此, 本研究假设, 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

眠质量的直接影响受到正念的调节, 相对于正念水

平低的个体, 直接效应在正念水平高的青少年中更

弱(H4); 情绪平衡的中介效应前半段(即手机成瘾

对情绪平衡的影响)受到正念的调节, 相对于正念

水平低的个体, 中介效应在正念水平高的青少年中

更弱(H5)。 

综上所述, 本研究拟探讨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

眠质量的影响及其中介与调节机制。基于以往研究, 

本研究假设情绪平衡在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

量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而且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

的直接作用以及情绪平衡的中介作用前半段都受

到青少年反刍水平和正念水平的调节。对于调节作

用的具体情况, 研究假设, 相对于反刍水平低的个

体, 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都在反刍水平高的青少年

中更强, 而相对于正念水平低的个体, 直接效应和

中介效应都在正念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弱。假设模型

如图 1 所示。 
 

 
 

图 1  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对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得到

有效问卷 1258 份。其中男生 672 人(53.42%), 女生

586 人(46.58%); 高一 418 人(33.23%, 男生 220 名, 

女生 198 名), 高二 438 人(34.82%, 男生 234 名, 女

生 204 名), 高三 402 人(31.96%, 男生 218 名, 女生

184 名)。被试的年龄在 14~20 岁之间(M = 16.76; SD = 

0.94)。被试的性别在年级上的分布无显著差异 ,  

χ2(2) = 0.21, p = 0.90。 

2.2  研究工具 

2.2.1  手机成瘾 

采用 Leung (2008)编制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该量表共包含 17

个项目, 测量手机成瘾的四个方面：失控性、戒断

性、逃避性以及低效性。失控性即在手机上花费大

量时间而无法自控; 戒断性即无法正常使用手机时

会产生负性的情绪; 逃避性即使用手机回避现实生

活中的一些问题; 低效性即过度使用手机影响了日

常学习和生活的效率。量表采用 5 点计分, 1 表示

“从不”, 5 表示“总是”。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 得

分越高, 表示个体的手机成瘾程度越严重, 该量表

在以往的研究中表现出较好的信效度(Leung, 2008; 

Lian, You, Huang, & Yang, 2016)。实测中, 该量表

的 α 系数为 0.88。 

2.2.2  情绪平衡 

采用中文版的情绪平衡量表(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该量表共有 10 个项目。其中, 5 题测

量积极情绪(如, “因为完成某件事而感到愉快”), 5

题测量消极情绪(如, “忧郁或非常不幸福”), 将积

极情绪得分减去消极情绪得分, 再加一个系数 5 即

为情绪平衡的分数, 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情绪平衡

水平越高(汪向东等, 1999)。实测中, 积极情绪和消

极情绪维度的 α 系数都为 0.73。 

2.2.3  反刍 

采用杨娟、凌宇、肖晶和姚树桥(2009)修订的

Nolen-Hoeksema (1991) 编 制 的 反 刍 思 维 量 表

(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 修订后的量表共包含

21 个项目(如, “我常常想我为什么如此不顺心”), 

采用 4 点计分, 1 表示“从不”, 4 表示“总是”, 得分越

高表示个体的反刍倾向越严重。实测中, 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3。 

2.2.4  正念 

采用 Greco, Baer 和 Smith (2011)编制的儿童青

少年正念量表 (Child and Adolescent Mindfulness 

Measure)。在进行研究之前, 先将量表翻译成中文

并就相关语言表述进行讨论修改, 最终形成了本研

究使用的正式量表。该量表共有 10 个项目(如, “我

不去理会那些我不喜欢的想法”), 采用 5 点计分, 0

表示“从不”, 4 表示“总是”。由于所有表述都采用反

向描述, 计分方式为用 40 减去所有项目得分之和

然后再平均, 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正

念倾向越高。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7。 

2.2.5  睡眠质量 

采用刘贤臣等人(1996)修订的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该量表共

有 18 个参与计分的自评项目, 测量睡眠质量的 7

个成分：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

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每

个成分按 0~3 等级计分, 累积各成分得分为睡眠质

量的总分 , 得分越高 , 表示睡眠质量越差(刘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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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996; 汪向东等, 1999)。实测中, 该量表的 α 系

数为 0.77。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首先, 向被试宣

读指导语, 以阐明测验目的、答题方式、自愿填写

以及匿名原则等; 然后, 要求被试按照自己的实际

情况, 在规定时间内(约 30 分钟)独立完成调查; 最

后, 剔除空白问卷以及规律作答的问卷, 得到本次

研究的数据。 

使用 SPSS 17.0 以及 Hayes (2013)的 SPSS 宏程

序 PROCESS 来整理和分析数据。首先 , 使用

PROCESS 的模型 4 对情绪平衡的中介效应进行分

析, 然后使用模型 8 对直接效应以及中介效应前半

段是否都被调节进行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发现, 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3 个, 而且第

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0.67%, 小于 40%的临界

标准, 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在本研究中, 95.23%的青少年平均每天的手机

使用时间都在 10 min 以上, 16.45%的青少年平均每

天的手机使用时间在 3 h 以上; 88.24%的青少年平

均每天睡前的手机使用时间都在 10 min 以上 , 

4.45%的青少年平均每天睡前的手机使用时间在 3 h

以上。手机使用以及睡前手机使用都与手机成瘾显

著正相关(r = 0.40, p < 0.001; r = 0.37, p < 0.001)。

控制性别和年级之后的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手机

成瘾与情绪平衡和正念显著负相关, 与反刍和睡眠

质量显著正相关; 情绪平衡与正念显著正相关, 与

反刍和睡眠质量显著负相关; 反刍和正念显著负相

关, 和睡眠质量显著正相关; 正念和睡眠质量显著

负相关。各变量的相关矩阵、平均数以及标准差如

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1 手机成瘾 1     

2 情绪平衡 −0.32*** 1    

3 反刍 0.37*** −0.37*** 1   

4 正念 −0.27*** 0.29*** −0.43*** 1  

5 睡眠质量 0.30*** −0.38*** 0.32*** −0.31*** 1 

M 2.32 5.38 2.05 2.30 6.24

SD 0.72 2.38 0.57 0.80 3.31

注：*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睡眠质量得分越高

表示睡眠质量越差, 下同。 
 

3.3  中介作用检验 

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条件下分析情绪平衡在

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

2 所示：手机成瘾显著正向预测睡眠质量(β = 0.30, p < 

0.001), 手机成瘾显著负向预测情绪平衡(β = −0.32, 

p < 0.001), 当手机成瘾与情绪平衡同时预测睡眠

质量时, 情绪平衡对睡眠质量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β = −0.32, p < 0.001), 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正向

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 = 0.20, p < 0.001)。中介分析

的结果表明, 情绪平衡在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影

响中起中 介作用 , 中 介效应为 0.10, 其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07, 0.13], 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 33.54%。 

 
表 2  情绪平衡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t 

睡眠质量 性别 0.32 0.10 26.64*** −0.06 −0.16 0.04 −1.13 

 年级    0.12 0.06 0.19 3.64*** 

 手机成瘾    0.30 0.23 0.37 8.03*** 

情绪平衡 性别 0.32 0.10 31.05*** −0.06 −0.17 0.04 −1.13 

 年级    −0.08 −0.15 −0.02 −2.48* 

 手机成瘾    −0.32 −0.38 −0.25 −9.34*** 

睡眠质量 性别 0.44 0.19 36.26*** −0.08 −0.18 0.02 −1.57 

 年级    0.09 0.03 0.16 2.95** 

 手机成瘾    0.20 0.13 0.27 5.74*** 

 情绪平衡    −0.32 −0.39 −0.25 −9.25*** 

注：模型中各连续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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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调节作用检验 

检验反刍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如表 3 所示)：

手机成瘾显著负向预测情绪平衡(β = −0.19, p < 

0.001), 情绪平衡显著负向预测睡眠质量(β = −0.22, 

p < 0.001), 手机成瘾显著正向预测睡眠质量(β = 

0.16, p < 0.001); 此外, 手机成瘾与反刍的交互项

显著负向预测情绪平衡(β = −0.26, p < 0.001), 并且

显著正向预测睡眠质量(β = 0.15, p < 0.01), 说明手

机成瘾对情绪平衡以及睡眠质量的影响都受到反

刍的调节。以反刍得分高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为

高分组, 低于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 其简

单斜率图分别如图 2、图 3 所示。在反刍得分为平

均数减一个标准差、平均数以及平均数加一个标准

差三个水平时, 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值

以及情绪平衡的中介效应值及其 95%Bootstrap 置

信区间如表 4 所示。 

检验正念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如表 5 所示)：

手机成瘾显著负向预测情绪平衡(β = −0.22, p < 

0.001), 情绪平衡显著负向预测睡眠质量(β = −0.23, 

p < 0.001), 手机成瘾显著正向预测睡眠质量(β = 

0.13, p < 0.001); 此外, 手机成瘾与正念的交互项

显著正向预测情绪平衡(β = 0.13, p < 0.001), 并且

显著负向预测睡眠质量(β = −0.21, p < 0.001), 说明

手机成瘾对情绪平衡和睡眠质量的影响都受到正

念的调节。以正念得分高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为

高分组, 低于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 其简

单斜率图分别如图 4、图 5 所示。在正念得分为平

均数减一个标准差、平均数以及平均数加一个标准

差三个水平时, 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值

以及情绪平衡的中介效应值及其 95%Bootstrap 置

信区间如表 6 所示。 

综上所述, 情绪平衡在手机成瘾与青少年睡眠

质量之间起中介作用, 而且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

直接效应和情绪平衡的中介效应前半段都受到反

刍和正念的调节。具体来说, 随着反刍水平的升高, 

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及其中介效应都

不断增强; 而随着正念水平的升高, 手机成瘾对睡

眠质量的直接效应及其中介效应都不断减弱。 

4  讨论 

移动互联网时代, 手机在人们生活中占据越来

越重要的位置。本研究探讨了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

眠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分析了情绪平衡的中

介作用以及反刍和正念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有助

于深入理解手机成瘾与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关系及

其内部作用机制。 

本研究发现, 手机成瘾显著预测睡眠质量, 青

少年手机成瘾程度越重, 睡眠质量越差, 该结果同

以往关于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研究是一致的(李丽等, 

2016; Demirci et al., 2015; Sahin et al., 2013)。技术

成瘾理论认为, 技术成瘾的实质就是技术的过度使

用(Chen et al., 2016), 手机成瘾的青少年会无法自

控的过度使用手机(Leung, 2008), 由于白天学业任

务繁重以及在教室使用手机可能会被禁止 (Gao, 

Yan, Zhao, Pan, & Mo, 2014), 很多青少年可能在晚

上睡觉前过度使用手机, 导致睡眠时间减少。另外, 

在夜晚手机等移动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会干扰大

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激素(褪黑素) (Shrivastava &  

 
表 3  反刍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t 

情绪平衡 性别 0.51 0.26 73.26*** −0.07 −0.17 0.02 −1.52 

 年级    −0.06 −0.12 0.002 −1.91 

 手机成瘾    −0.19 −0.26 −0.12 −5.70*** 

 反刍    −0.26 −0.32 −0.20 −8.10*** 

 手机成瘾×反刍    −0.26 −0.32 −0.20 −8.50*** 

睡眠质量 性别 0.49 0.24 28.93*** −0.07 −0.16 0.03 −1.33 

 年级    0.09 0.03 0.15 2.79** 

 手机成瘾    0.16 0.09 0.22 4.57*** 

 情绪平衡    −0.22 −0.29 −0.14 −5.77*** 

 反刍    0.16 0.09 0.23 4.24*** 

 手机成瘾×反刍    0.15 0.05 0.26 2.79** 

注：模型中各连续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1530 心    理    学    报 第 49 卷 

 

 
 

图 2  反刍对手机成瘾与情绪平衡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图 

 

 
 

图 3  反刍对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图 

 
表 4  不同反刍水平时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 

直接效应以及情绪平衡的中介效应 

反刍水平 效应值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直接效应 0.004 −0.10 0.11 
M − SD 

中介效应 −0.02 −0.04 0.003 

直接效应 0.16*** 0.09 0.22 
M 

中介效应 0.04*** 0.02 0.06 

直接效应 0.31*** 0.16 0.45 
M + SD 

中介效应 0.10*** 0.06 0.14 

Saxena, 2014), 手机使用中产生的射频电磁场还会

影响大脑正常的血液流动和机能代谢(Aalto et al., 

2006; Kwon et al., 2011), 它们都会对青少年的睡眠

质量产生消极的影响。 

4.1  情绪平衡的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表明, 手机成瘾会增加苦恼、强化焦

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Chen et al., 2016; Dong et al., 

2016; Jun, 2016), 本研究则发现手机成瘾不仅会加

重消极情绪, 还可能削弱积极情绪, 影响青少年的情

绪平衡水平, 手机成瘾程度越重的青少年, 其情绪

平衡水平越低。根据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 1986), 

手机成瘾不仅是外部环境或内在心理的结果, 它也

会对认知、情绪等心理因素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根

据自我控制的能量模型, 信息加工、印象管理、人

际交往等行为都会消耗有限的心理资源进而降低

自我控制(Baumeister et al., 2007), 而信息浏览、自

我呈现、网络社交等行为都是十分常见的手机使用

行为。所以过度的手机使用就会过度的消耗个体的

心理资源, 降低自我控制(陈武, 2016), 使得个体无

法对情绪进行有效的调控(Eisenberg et al., 2010)。

此外, 对青少年来说, 学习还是主要的任务, 因为手

机成瘾而将大量时间用在手机上必然会影响到学

业成绩(Hawi & Samaha, 2016), 而学业成绩不良也

会影响青少年的情绪(Choi, Lee, Ko, & Yoo, 2015)。 

同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 

2001)以及情绪与睡眠质量之间关系的已有研究相

符(Brummett et al., 2006; Ong et al., 2016; Stoia- 

Caraballo et al., 2008), 本研究也表明, 情绪平衡显

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睡眠质量, 并且进一步证实, 情

绪平衡在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中起  
 

表 5  正念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t 

情绪平衡 性别 0.42 0.18 51.51*** −0.07 −0.17 0.04 −1.28 

 年级    −0.07 −0.14 −0.01 −2.19* 

 手机成瘾    −0.22 −0.30 −0.15 −5.66***

 正念    0.26 0.18 0.33 6.88***

 手机成瘾×正念    0.13 0.07 0.20 4.17***

睡眠质量 性别 0.53 0.28 40.98*** −0.06 −0.16 0.03 −1.28 

 年级    0.09 0.03 0.15 3.11** 

 手机成瘾    0.13 0.07 0.19 4.38***

 情绪平衡    −0.23 −0.29 −0.17 −7.14***

 正念    −0.24 −0.31 −0.17 −6.90***

 手机成瘾×正念    −0.21 −0.26 −0.15 −7.25***

注：模型中各连续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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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正念对手机成瘾与情绪平衡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图 

 

 
 

图 5  正念对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图 

 
表 6  不同正念水平时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 

直接效应以及情绪平衡的中介效应 

正念水平 效应值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直接效应 0.34*** 0.25 0.42 
M − SD 

中介效应 0.08*** 0.05 0.11 

直接效应 0.13*** 0.07 0.19 
M 

中介效应 0.05*** 0.03 0.08 

直接效应 −0.08 −0.16 0.002 
M + SD 

中介效应 0.02 −0.01 0.05 

 
中介作用。同时期的研究发现, 手机成瘾可以通过

认知因素如反刍的中介作用破坏睡眠质量(Liu et 

al., 2017)。两个研究共同说明情绪因素和认知因素

都是手机成瘾影响睡眠质量的近端因素, 启示未来

的研究去探讨更多可能在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之

间起桥梁作用的中介因素, 以全面揭示手机成瘾影

响睡眠质量的具体途径。 

4.2  反刍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 手机成瘾对青少年情绪平衡和睡

眠质量的影响受到反刍的调节, 相比反刍水平较低

的青少年, 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直接影响以及情

绪平衡的中介作用都在反刍水平较高的青少年中

更强。就是说, 反刍加剧了手机成瘾的不良影响。

反刍既能在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中起中介

作用也可以起调节作用, 说明反刍不仅是手机成瘾

影响睡眠质量的桥梁, 还是手机成瘾破坏睡眠质量

的催化剂。以往关于反刍的研究就表明, 反刍不仅

会直接强化消极情绪, 还会加剧负性因素对个体身

心健康多个方面的不良影响 (Michl et al., 2013; 

Moberly & Watkins, 2008; Raes, 2010)。反应风格理

论认为, 反刍作为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风格会加重

消极思维倾向、破坏问题解决能力、减少社会支持

资 源 , 进 而 加 剧 负 性 因 子 的 不 良 影 响 (Nolen- 

Hoeksema, 1991; Nolen-Hoeksema et al., 2008)。具

体到手机成瘾的影响, 反刍起调节作用的原因也涉

及上述三个方面。首先, 青少年处在学业繁重的中

学阶段, 手机使用在学校(特别是在教室内)通常是

被禁止的(Gao et al., 2014), 而对手机成瘾者来说, 

无法正常使用手机本身就会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

(Leung, 2008)。反刍水平高的青少年可能因反复咀

嚼无法随意使用手机的郁闷心情而迫切渴望使用

手机, 进而将大量课下时间(特别是睡眠时间)用在

手机上, 导致睡眠质量降低。其次, 手机成瘾最初

的影响可能是相当微弱的, 但高反刍的青少年反复

和消极地关注手机成瘾导致的不良后果和消极情

绪, 沉浸于问题和情绪之中而不积极的面对和解决

问题(Nolen-Hoeksema et al., 2008), 如控制过度使

用手机, 因而只会导致不良影响不断被强化。再次, 

反刍水平高的个体往往高度的自我聚焦(Wells & 

Matthews, 2015), 在人际交往中体验到的情感支持

较少(Nolen-Hoeksema et al., 2008)。手机成瘾对他

们情绪平衡和睡眠质量的不良影响既不能通过自

己的努力有效地解决, 也不能借助他人的帮助适度

地缓解, 因此影响不断加剧。 

4.3  正念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 手机成瘾对青少年情绪平衡和

睡眠质量的影响受到正念特质的调节, 相比正念水

平低的个体, 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直接影响以及

情绪平衡的中介作用都在正念水平较高的青少年

中更弱。就是说, 正念缓解了手机成瘾的不良影响。

以往研究指出, 正念特质不仅对个体自我发展和心

理社会适应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还能在负性因素

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中起保护性作用(Bajaj et al., 

2016; Davis et al., 2016; Wang et al., 2017)。从正念

的内涵来看, 正念状态下个体更能将注意集中于此

时此刻, 不纠结过去、不焦虑未来, 高正念水平的

个体能更集中精神做自己当下应该做的事(陈语等, 

2011; 汪芬, 黄宇霞, 2011; Baer, 2003)。学习是青

少年阶段最主要的活动, 因此正念水平高的青少年

能将主要时间集中在学业上, 而在课余时间过度使

用手机带来的影响就会相对小些。此外, 根据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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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感知模型, “再感知”帮助个体更加客观地体验内

外刺激、降低对不良刺激的主观感受, 更加包容地

接纳内外体验(陈语等, 2011; 汪芬, 黄宇霞, 2011; 

Shapiro et al., 2006)。因此, 高正念倾向的青少年更

能容忍和消化手机成瘾相伴随而产生的消极情绪, 

使它们不会过于强烈以至于影响到睡眠质量; 此外, 

正念特质对个体心理资源建设的促进作用也可能

是一个原因。正念有助于提升希望水平、强化心理

韧性、增强自我效能感 (Barry, Woods, Martin, 

Sterling, Warnecke, 2016; Meiklejohn et al., 2012), 

而希望、心理韧性以及自我效能感都是重要的心理

资源(Afzal, Malik, & Atta, 2014)。身心资源越多个

体越能够应对各种压力(Hobfoll, 2011)。因此, 手机

成瘾的消极影响还可能因为正念水平高的青少年

有更多的内部心理资源而得到缓解。 

4.4  研究意义与研究不足 

本研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手机成瘾

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 进一步揭示了情绪平衡

的中介作用, 以及反刍和正念的调节作用。研究结

果既回答了手机成瘾是如何影响青少年睡眠质量

的, 也回答了手机成瘾在何时对青少年睡眠质量产

生更强/更弱的影响。特别是同时探讨反刍和正念的

调节作用, 证实了反刍会加剧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

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 而正念则能缓解手机成瘾

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该结果也支持

了以往研究的观点, 即, 反刍和正念作为自我关注

的不同方式对身心健康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Aldao 

et al., 2010; Marks et al., 2010; Sauer & Baer, 2012)。

从信息加工的热系统/冷系统模型来看(李天然, 李

晶, 俞国良, 2005; Metcalfe & Mischel, 1999), 反刍

是沉浸视角的自我关注, 使得个体聚焦于细节和感

受 , 会更多地激活热系统 , 降低个体的自我控制 , 

进而加剧消极因素(如手机成瘾)的影响; 正念则趋

向于自我抽离, 有助于个体客观体验内外刺激, 会

更多地激活冷系统, 提高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 进

而缓解消极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能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弱化手机成瘾的

影响、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提供实证支持和有益启

示。首先, 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有显著的直

接影响, 青少年应该学会自觉抑制手机使用的渴求, 

降低手机使用强度, 特别是不在睡前过度使用手机, 

以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其次, 手机成瘾会破坏青

少年的情绪平衡, 使他们体验到较多的消极情感、

较少的积极情感, 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睡眠质量。因

此, 家长和教师还应该有意识的引导青少年学习情

绪调节策略、提升情绪调节能力, 以弱化不良情绪

在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之间的桥梁作用。再次, 反

刍会加剧手机成瘾对青少年情绪平衡和睡眠质量

的不良影响, 而正念能缓解手机成瘾对青少年情绪

平衡和睡眠质量的不良影响。通过改变不良的认知

方式以及情绪反应方式能够显著降低青少年的反

刍水平(Cohen, Mor, & Henik, 2015; Querstret & 

Cropley, 2013), 通过干预训练(如以冥想为核心的

正念减压疗法和正念认知疗法)和日常练习则能显

著提升个体的正念水平(Khoury et al., 2015)。因此, 

家长和教师还可以有针对性的帮助青少年通过学

习和训练来降低反刍水平、提升正念水平, 从而弱

化手机成瘾的不良影响。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本研究的数据

都来自被试的主观报告, 可能存在误差(如记忆偏

差、社会称许等),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通过多种来源

(如个人、同伴、父母、教师等)收集数据, 以更客

观地测量相关变量。其次, 本研究采用的是基于问

卷法的横断设计, 虽然对假设模型的分析与讨论是

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的, 但是结果仍不能确定

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更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长

期效应,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设计。再次, 

虽然以往研究多认为反刍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方

式, 也有一些学者发现, 反刍中也包含了可能具有

积极作用的“反思”成分(Treynor, Gonzalez, & Nolen- 

Hoeksema, 2003), 反思对个体可能的积极效应及其

短时与长期效应都值得未来的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 

5  研究结论 

(1)手机成瘾不仅对青少年睡眠质量有显著的

直接预测作用, 还能通过情绪平衡的中介作用间接

预测睡眠质量;  

(2)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直接作用以

及情绪平衡的中介作用都受到反刍的调节, 相对于

反刍水平低的个体,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在反刍

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强;  

(3)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直接作用以

及情绪平衡的中介作用还都受到正念的调节, 相对

于正念水平低的个体,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在正

念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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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phones have integrated into people’s daily lives. Proper mobile phone use would help individuals 

meet diverse needs in learning and shopping, as well as in recre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 problem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getting addicted to mobile phones has been salient.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mobile phone addiction would bring about significant adverse impacts on mental health such as depression, 

anxiety, and even suicidal ideation. Poor sleep quality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undesirable outcomes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Research documented that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sleep quality, and 

sleep quality deteriorated with increasing level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Prior studies have focused mainly on 

the direct association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sleep quality,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underlying mediating mechanism (i.e. how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fluences sleep quality) and moderating 

mechanism (i.e. wh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fluences sleep quality). To address these gaps, the present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n sleep quality in 

adolescents since both the use rate of mobile phone and the occurrence rate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re very 

high among adolescents. Specifically, the present study would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affect balance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sleep quality of adolescents, and test whether the direct effect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would be moderated by rumination and mindfulness. 

A sample of 1258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leted a battery of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measuring their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leep quality, affect balance, rumination and mindfulness. All the measures showe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the present study.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 17.0 and the SPSS macro 

PROCESS which was specifically developed for assessing the complex models including both mediators and 

moderator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ings: (1)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nd grad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ignificantly exerted direct effect on sleep quality and indirect effect on sleep qualit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affect balance. (2) Both the direct effect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n sleep quality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of 

affect balance were moderated by rumination, and these two effects were stronger in adolescents with high level 

of rumination. (3) Both the direct effect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of were moderated by mindfulness, and these two 

effects were weaker in adolescents with high level of mindfulness.  

The present study highligh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ffect balanc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umination and 

mindfulness in the effect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n sleep quality. It may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as well as its paths and conditions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n sleep quality of adolescents. 

Moreover, it can also provid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protecting and improving affect balance and sleep 

quality of adolescents in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Key word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leep quality; affect balance; rumination; mindfulness; adolescents 


